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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 9 月中旬，結束了在北京的學習參觀，我又回到

了闊別了兩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學校領導和親友們的歡迎，

看到了初生 10 個月的兒子毛毛。他是我在蘇聯學習期間，

於 1962 年 11 月 3 日初生的。給他取名“維寧”，意指維護

列寧主義路線，是我留學蘇聯和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一

個見證。20 世紀的 60 年代，在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文

化大革命”。“革”實質上也是亂。他們“懷疑一切”、“打

倒一切”，凡是“當權派”、“學術權威”和傳統文化，都

在打倒和掃除之列。這場“文化大革命”折騰了十年之久，

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遭到了摧殘，國民經濟己乎滑到了崩潰的

邊緣，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是革命左派，後來

被斥之為“保皇派”，最後被打成“走資派”、“蘇修特務”、

“百萬雄師”的黑高參，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歷經磨難，劫後餘生。

一、發奮著書立說

從蘇聯回到學校後，我繼續擔任有機氟化學科研組的

組長，決心同時進行科研語寫書兩項任務，拿出像樣的成果

來。

大約 9 月中旬，結束了在北京的學習參觀，我又回到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9）

第四章“黑炮手”劫後餘生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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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春從學校傳出消息說，學校有意派我到英國留

學，似乎有意要彌補我在蘇聯輟學受到的損失。但是最後選

定的卻是外語系和物理系的兩位元優秀青年教師。後來有人

分析說，那時學校領導分為兩派，他們都把我做為爭取的對

象，希望我成為他們手上用於制勝的一張“政治牌”。

這年的秋天，我被晉升為化學系的講師。在教授成堆

的今日來看來，這室不足掛齒的，但那時教授極少，講師也

不多，在困難時期，講師還是享受營養品特供的高級知識分

子呢！

當我回國後，我的導師曾昭掄先生正在主編《元素有

機化學》叢書。這是一套大型的參考書，全書分六個分冊，

第一分冊《通論》由曾先生親自撰寫，其他五冊分別是：《友

機硼化學》《有機矽化學》《有機氟化學》《有機磷化學》

和《金屬有機化學》，分別由他的五名助理編寫。因為我是

從事有機氟化學研究的，在蘇聯也是學習有機氟化學的，所

以曾先生就把《有機氟化學》一書的編寫任務就交給了我。

從 1964 年元旦開始，我就在編寫《有機氟化學》和科

研兩條戰線上拼鬥，在時間分配上，白天作實驗，晚上和星

期天寫書。無論是在大學讀書時，或是在蘇聯留學期間，已

經養成一種習慣：一個人如果能同時做兩件事，那就不要只

做一件事。同樣的，如果一件事一個人可以做的話，那就絕

對不要兩個人去做，這就是我信奉的“有效工作”原則。

寫作是一件十分艱苦的腦力勞動，既需要具有對浩如

煙海的文獻的駕禦能力，又要有嚴密的邏輯思維和歸納能

力。雖然寫作對我還是第一次，但是在大學時編寫“疑難問

題匯編”和在蘇聯採用的備課式備考的學習方法，使我受到

了鍛鍊，為我寫書奠定了一定基礎，因此寫作起來並不感到

吃力。

至 1965 年 6 月底，歷時一年半的時間，《有機氟化學》

一書終於定稿了，一塊石頭總算落下了地。該書共 23 章，

25 餘萬字，引用中外文獻兩千篇，為寫作收及文限卡片兩

千多張，翻譯英俄文獻資料 10 萬多字。這的確是一項巨大



133的文字工程，它是 540 多個挑燈夜戰的記錄，是汗水澆灌的

一分果實。為此我患了神經衰弱症，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

《有機氟化學》叢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65 年 7 月

初，我把《有機氟化學》書稿送到出版社，由他們審定出版，

後來我被告知，該書是委託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黃耀曾先生

審查的，年底已通過。經過編輯家公，於 1966，該書也就

停止出版了。事隔 15 年後，科學出版社又找出了我的書稿，

仍然希望我修改出版，因為同類的書在國內還是空白。雖

然我也有心要使夙願得償，但由於原稿部分失落，有機氟化

學十多年又有了飛速的發展，在加上我擔付了繁重的領導工

作，經過幾次嚐試，終因不從心而告吹，使我抱憾終身。

在科學研究方面 這時我的研究方像徹重於基礎研究方

面，既符合高等學校研究工作的特點，也是我個人的學術興

趣所在。我的研究題目是“氟代丙酮與亞磷酸三乙酯的反應

機理的研究”，經過大量實驗，證明瞭在這一反應過程中，

由於含氟原子數目的不同，反應機理可以朝兩個方向進行，

既可以發生阿爾布卓夫重排，也可以發生派爾扣重排。這是

一個新的發現，填補了文獻中在這一反應研究上的空白。從

本質上說，科學研究就是探知未來，就是創新，也可以說是

立“說”。當然，我的這個發現只是一項具體的研究，談不

上是建立甚麼心的學說，只是擴展了前人的工作而已。

二、暴風雨的前兆

如果說 1966 年《五一六通知》標志 著“文化大革命”

作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已經開始，那麼 1963 年以後的兩年

多的時間裡，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夜，從理論上、

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它做好了準備。

高等學校歷來是社會階段鬥爭的“晴雨錶”，它既不

能脫離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同時它又借助於輿論陣地影響社

會上的階級鬥爭。從 1964 年起，大學校園裡的政治氣氛變

得越來越濃烈了。甚麼“突出政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

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口號喋喋不休掛在嘴上，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134

棗陽 zaoyang

3333文獻

在此同時，在教師與青年學生中，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個

人主義”、“白專道”、“業務掛帥”、“理論至上”等等，

一時間，政治氣息令人窒息，人人搞得暈頭轉向，個個謹小

慎微。

當時，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正處在冷戰時間，冷戰並

不意味著平靜，爭鬥的對象轉向了另一場沒有煙硝的戰爭。

這正如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所說：「放棄武力並不是意味

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演變。」為了反修防變，特別

是粉粹帝國主義在我國青年一代人中搞和平演變的癡心夢

想，高教部推廣了北京某高校的經驗，在大學生中配備專職

政治輔導員，一百個學生配一名，以嚴格加強對學生的思想

教育與管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階班人。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當時大學裡的文科師生，被派往

農村這個“社會工廠”，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接受階

級鬥爭這門“主課”的學習，不僅如此，有些學生惟恐落後

了，任意停課沖擊教學計劃，還把理科師生派到農村參加

“四清”運動，在服從階級鬥爭需要的大前提下，化學系應

屆畢業生 180 多人和我們一批教師，被送到湖北省隨縣參

加為期四個多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四清”運

動）。

甚麼叫“四清”運動？為什麼要搞“四清”運動？我

們這些搞自然科學的教師，並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我們出發

前，在校內先集訓學習半個月。學習的內容有：《關於目前

農村工作中依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關

於農村社會主義運動中依些具體的決定（草案）》（即“後

十條”）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即“二十三條”）。在學習的過程中，省委負責同志和“四

清”工作試點單位的負責人，還給我們作了報告和介紹了經

驗。通過學習我們認識到：“四清”運動性質，是“社會主

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打擊和粉粹資本主義勢力倡狂進攻

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內容是清政治、清經濟、



135清組織、清思想，在政策上一方面說基層組之三分之一的領

導權不在我們手裏，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的農村群眾和農村幹部，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

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

我們化學系參加“四清”運動的地點是湖北省隨縣，

我和五年級畢業班的學生分配到這個縣的殷店區和草店區。

這兩個區位於隋縣東北部山區，交通十分不便，農業生產落

後，農民生活十分困難。我作為這個年級的總負責人，擔任

了這兩區的“四清”工作團的副團長，這無疑增加了我的工

作負擔。 與其他工作團比較，我們不利的條件是地區偏遠，

交通不便，農民生活困苦，但我們有利的條件是，畢業班學

生年齡大一些，好管一些，工作能力相對強一些。特別是這

個年級調幹生中黨員多，他們是我的得力助手，大量工作放

手讓他們去做，使得我所管轄的兩個區的“四清”工作進展

得還是順利的。

對我們師生來說，我們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有兩

重任務：一方面在當地“四清”工作團領導下，承擔部分 “四

清”任務，即查清 “四不清”幹部的問題；另一方面，又

要接近貧下中農，接受他們的“再教育 ”，改照自己的世

界觀。用那時流行的一句話說：“前者是革別人的命，後者

是革自己的命”。“四清”工作隊內有嚴格的紀律，要求與

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得搞特殊，

白天我們基本上與公社社員一起勞動，晚上參加運動。我們

廣大師生都能從嚴要求自己，時時警惕自己，不能因“惡小

而為之”滑向“四不清” 的泥坑裡。

盡管 1965 年秋已在糾正由於貫徹“後十條”的“左”

傾錯誤，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仍然還是存再混淆兩類矛盾

的做法。例如，我所在的那兩個區，基層幹部中有兩個問題

比較普遍，一是男女作風問題，二是種“自留地”的行為，

有些基層幹部就僅僅因此被作為“四不清”幹部，進行清查

和批判。也有些少數幹部在解放前當過一般的土匪，而這種

情況在落後的山區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他們也因此做為政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136

棗陽 zaoyang

3333文獻

治歷史問題而當作“四不清”幹部受到清查。對此，我在“四

清”工作團的幹部會義上，曾就一些個案提出過意見，希望

要正確地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冤枉了

一些有缺點的好人。

當時，我在思想上感到很困惑，一方面從上面聽到的

是：農村存在激烈的階級鬥爭，甚至存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

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另一方面，我看到的

是農村一派落後的景象，與我過去看到的解放前的農村並無

二樣，農業生產落後，農民生活很苦。於是我的思想上產生

一系列的疑問：中國農村主要矛盾究竟是甚麼，是搞階級鬥

爭還是發展生產力？中國農村到底處於甚麼階段，是處於小

農經濟的封建主義社會，或是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或是復

辟資本主義道路？我問農村的出路在哪？甚麼時候才能像蘇

聯那樣實現農業機械化？這些問題我怎麼也沒有想明白，直

至“四清”運動結束，我仍舊帶著疑問回到學校，陷於長期

的思索之中。

回到學校之後，同樣嗅到一股濃烈的階級鬥爭氣味，

自 1958 年後，校內始終存在兩派，鬥爭的焦點是：到底

是維護 1958 年教育革路線，保護革命積極分子（“革命

派”）？還是否定 1958 年的教育革命成果，打擊革命的積

極 分 子（“ 糾 偏

派 ”）？ 1962 年

“ 糾 偏 派 ” 借 整

風 之 機， 暫 時 把

“ 革 命 派 ” 打 下

去 了。 現 在“ 革

命派”大有借“四

清 ” 運 動 之 勢，

對 “糾偏派”進

行一次戰略反攻。

全 國 形 勢 如“ 山 雨

欲來”，武漢大學就好比一隻隨時都會引爆的 “火藥庫”。

鋪天蓋地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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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4 月，我突然被任命為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時

年 32 歲，職稱是講師，這在當時的重點大學中是絕無僅有

的，這一舉措是與當時的革命形勢有關，意在培養無產階級

革命事業接班人，興許我是沾了“反修戰士”的光。

然而，我並不領這個情，不僅沒有任何喜悅之情，反

而背上了思想包俯。因為我一心一意想當一名科學家，這是

我從小立下的志向，為此我度過了“十年寒窗”的歲月，而

這一任命意味著我要放棄自己的追求。因此當黨委書記莊果

向我宣佈這一結果時，我極力陳述，表示不能接受任命。雖

然當時強調“突出政治”， 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但我

自認還有點 “政治資本”可以討價還價，一直堅持不到教

務處去上班。所以我這個副教務長是一天班也沒上，一天權

也沒當的 “當權派”。

5 月初，武漢大學舉辦了一個“教育革命展覽會”內容

是肯定 1958 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發某些人砍掉校辦工

廠，反對理論聯繫實際，反對半工半讀，打擊 1958 年教育

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等等，這個展覽會的目地十分清楚，就

是要揭開學校的 “階級鬥爭的蓋子”。實際上，這意味著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開了，武漢大學又成了推行極左

路線的試點。

在中國，五月歷來有“紅五月”之稱。當年的五月也

不例外。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

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

通知要求全黨 “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

反黨反革社會的所謂‘學述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

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

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公佈以

後，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憤怒地揭發批判《海瑞罷官》、《燕

山夜話》和北京市委“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已成燎原之勢，

銳不可當。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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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店的東牆上，赫然貼出了

一份大字報，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

中究竟做了甚麼？”署名是哲學系的 7 名幹部與教師，領頭

的是哲學系總書記聶元梓，大字報貼出後，有人支持，也有

人表示反對，但是過了一兩天，出現了依編導的形勢全是反

駁聶元梓的大字報。然而康生等人將他受意寫成的這張大字

報的印件送到當時還在中南海的毛澤東手中。6 月 1 日，他

在上面做了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

刊發表，十分重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

破。”當天，新華社全文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不僅

以“第一篇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美名傳遍了全國城鄉，而且

掀起了全國高等學揪出“三家村”的高潮。

6 月 2 日，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反黨“三家村”

6 月 3 日，《人民日報》、《湖北日報》同時點名批判

武漢大學李達校長“三家村”。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形勢

變化之快讓人不可思議，為甚麼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一

夜之間便成了反黨份子？為什麼撰寫《矛盾論解說》、《實

踐論解說》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下子便成了反毛澤東

思想的敵人？我和大家一樣，感到一片茫然。

所謂李達“三家村”是由三個人組成的，為首的當然

是李達校長，二號人物是原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朱邵天，他是

武漢大學 1962 整風運動後調來的，1965 年初調至廣州中南

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號人物是副校長何定華，他是延安時

期老革命，曾留學日本，主管學校的後勤工作。“三家村”

被點名批判後，經中南局批准，朱紹天同志從廣州被遞解回

武漢大學，交待自己的問題，接受群眾的批判。

6 月 3 日在武漢大學小操場，召開了首場批判李達“三

家村”罪行大會，不僅本校師生而且附近學校和機關的代表

也參加了，有萬餘人，氣氛十分緊張。據說經過請示，在批

鬥會上可以讓李達站在臺上（實際上他未到會），旁邊放一

把籐椅，他如果體力不支，可允許他坐下來，這是那時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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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縣委，找來了幾個自稱是受李達剝削的農民，拿著鋤頭在

大會上控訴李達的“罪行”。在批判大會上，除了給他們三

人定了反黨“三家村”黑幫罪名以外，還給李達校長加上了

“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頂帽子。

批判大會以後，校內的大字報、大標語普天蓋地，學

生已經不上課了，學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轉到“革命”這個中

心上來了。從 6 月 3 日點名批判李達“三家村”開始，由

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佈置和動員，每天數萬人步行到武漢大

學，手中揮舞著“打倒“三家村””、“打倒李達”、“打

倒朱紹天”、、“打倒何定華”的小旗幟。他們絡譯不絕地

圍繞著李達、何定華的住宅，高呼口號，把她們揪到馬路上

罰站、低頭、下跪，一直持續了半個多月，人數高達 150 多

萬人，幾乎是傾城而出！

可憐的老校長，他雖然革命了一輩子，但卻沒有見過

如此的“革命”，沒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頭上來了。他

雖然是馬列主義大師，滿腹經綸，但解釋不了這群眾運動為

甚麼是“天然合理” 的。他病了，病得不輕，以“李三”

的化名送進醫院。沒有不漏風的牆，在那個“革命”的年代，

人人都要站穩立場，愛憎分明，有誰敢對他始施以人道的治

療呢？幾天之後，1966 年 68 月 24 日李達校長溘然含冤而

逝，這離點名批判他還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之前，7 月

18 日，為反常規地將他這個黨的創始人之一的老黨員開除

了黨籍。

形勢還在激烈的變化，珞珈山的狂風越刮越烈，東湖

裡又掀起陣陣惡浪。一個以李達“三家村”劃線的大揭發、

大批判運動正在全校如火如荼地展開。於是全校開始掀鬥各

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凡是李達等三人的學生、部

下、受到他們提拔和重用的人，統統被打成了李達“三家村”

的骨幹分子和黑爪牙。據統計，當時受李達“三家村”株連

而被批鬥的有兩百多人，被編成兩個加強連送到武昌縣東升

公社監督勞動改造。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140

棗陽 zaoyang

3333文獻

面對著這殘酷和嚴峻的形勢，我陷入了徬徨，我到底

以甚麼態度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呢？我是不是還要執

拗著拒不接受副教務長的任命呢？正在我徘徊之際，此時已

是校“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省委文教書記兼任的）

的莊果書記再度找我談話，他關切地說：“道玉同志，現在

形勢已經十分明朗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你死我活

的階級鬥爭，每個黨員都要旗幟鮮明地投入運動，以實際行

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你現在不能躦在象牙塔中，抱著

你的專業不放，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決定，接受省委對你副

教育長的任命。”最後他加重語氣說：“道玉同志，我不希

望看到你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呀！”我沒再說甚麼，意味著

我默認了。

形勢已不允許我作任何選擇了，我極不情願地以副教

務長的身份，參加了校文革教育革命組，並擔任了組長。就

這樣 ，我被動地被拖進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陷入

了武漢大學的兩派鬥爭。這既是當時的形勢所迫，也是我唯

一選擇，一方面確實怕犯政治錯誤，另一方面，我對毛主席

確有很深的感情，也想起到一份革命的動力作用，以實際行

動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四、神秘的使命

“五一六”通知公佈以後，特別是 6 月 1 日《人民日

報》發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給正在興起的運

動火上加油，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燒越旺，鬥爭的矛

頭直接指向了黨和國家的領導部門及其領導人。首先是陳伯

達率領工作組於 5 月 31 日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 月 4 日又

公佈了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接著國家各部委和許多學

校、機關、工廠的負責人被加以各種罪名遭到揭發、批判和

鬥爭，出現了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和黨政機關癱瘓的嚴重混

亂場面。

6 月中旬，由北京傳來消息說，高教副部長劉仰嶠同志

被高教部的革命群眾掀鬥了，出了他的很多大字報，內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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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涵授學院任教務長的羅鴻運同志也被掀鬥了。為甚麼他

們的掀鬥會引起武漢大學的革命左派們的的特別關注呢？這

是因為劉仰嶠同志於 1958 年到 1960 年，任武漢大學黨委

第一書記兼常務副校長，他不僅是武漢大學 1958 那場革命

的領導者和決策者，而且在以後的兩派鬥爭中是支持“革命

派”的。羅鴻運同志是解放前武漢大學的地下黨員，1959

年時他是武漢大學黨委常委兼化學系總支書，他領導的化學

系是 1958 年教育革命的先進典型。 在 1962 年的整風糾偏

中，他被排擠出了武漢大學，調到了北京涵授學校任教教務

長從這個介紹可以看得出，他們兩人與武漢大學的“革命左

派”不僅有著個人之間的情誼，而且在 1958 年的教育大革

命中有著同甘共苦的經歷，在以後的“路線鬥爭”中有著共

同的關點，也可以說有著一致的利益。

正是出於上面的原因，武漢大學文革核心領導小組的

領導人，準備利用他們當時有利的條件，出面保護他們兩

人。經她們研究策劃，決定派一個人去北京實地瞭解他們兩

人的情況，向她們傳達有關領導同志對他們所做的指示，同

時在京再找有關領導，希望關心他們兩人的情況。派誰去完

成這個神祕的任務呢？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任務落在我的頭

上。我猜測原因有三：一是我有“反修戰士”的這塊招牌，

它可以起到別人起不到的作用；二是我有時間，當時我並沒

有承擔任何與清查“三家村”有關的任務；三是 1962 年整

風糾偏時我不在國內，未受到李達校長他們關點的影響，

1958 年教育革命中雖然不十分突出，但也算得上是一個積

極份子，在她們看來，我還是一個可靠的人。

那麼我對執行這種神秘的使命抱甚麼態度呢？當時我

是樂意去做這件事的，這是由於我的思想認識決定的。首

先，我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但我反對

懷疑一切，不贊成極端民主，肆意沖擊黨政機關和楸鬥革命

幹部。當然包括像劉仰嶠和羅鴻運這種好同志。其次我對他

們兩人的印象很好，劉仰嶠同志再任武漢大學黨委地一書記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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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我是一位剛剛畢業的普通教師，與他沒有單獨接觸

過，他對我甚至毫無印像。他理論水準較高、作報告、寫文

章都是親自動手，從不要秘書代勞，他是當時公認的武漢大

學自解放以來領導水準最高的一位黨委書記。羅鴻運同志市

化學系黨知書記，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性情急躁，工作作風

有些主觀，但是他的事業心很強，工作幹勁很大，也有領導

水準。他來化學系之前，這個系連系主任都選不出來，是全

校有名的“老牛拉破車”的系。但是在他的領導下，經全系

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化學系教學和科研水準迅速提升，一

躍成為全校的先進系。像這樣的兩位有政績的好幹部為甚麼

要打倒呢？我想不通，覺得是有人要把水攪混，做一個共產

黨員要敢於堅辭持真理，要敢於挺身而出，我下決心要保他

們。

就這樣，6 月下旬我帶著“尚方寶劍”，登上了去北京

的 38 次列車。所謂“尚方寶劍”，就是當時湖北省委第一

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王重同同

志對劉仰嶠的表態談話，當然不是我直接聽到的，是學校負

責人像我傳達的。同時他們還交給我一封湖北省省長張體學

同置給時任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同志的親筆信，讓我到北京後

去向他匯報仰嶠同志的情況，因為當實的體制是把教育劃歸

宣傳部領導的。

到北京後，我住進了高教部石附瑪大街招待所，開始

了我的機密活動。第二天上午，我到高教部看了大字報，果

然看到了貼有仰嶠同志不少的大字報，有所謂的政治問題，

也有他在武大、湖北政委、河南省委和高教部工作上的問

題。看完大字報後，我來到院內仰嶠同志居住的石板樓附

近，意欲到他家看望他。但我發現他的樓前有兩個人渡來渡

去，我懷疑他們是監視仰嶠同志，我不敢造次，佯裝看大字

報的人，轉身淹沒在看大字報的人流之中。

回到招待所後，我心裡一直盤算怎麼與仰嶠同志聯繫

上，幸好那時他的電話尚未切斷，那時的技術也尚未達到安

裝竊聽器的水準，於是我決定通過電話聯繫，很顯然，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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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步行到郵電大樓。我本意識想約仰嶠夫仁范兆常同志出

來會面，但我們互不認識，於是我想好了見面時的標誌與暗

語，我把這一切在電話中告訴了范兆常同志。

我們在電話裡約定：見面時每人手裡拿著一把黑色摺

紙扇。大約晚上七點，一個手拿黑色摺紙扇的婦女走進了郵

電大樓大廳，我從座椅站起來，打開摺紙扇示意，她走到我

面前問道：“同志你是從武漢來的吧，那裏的氣溫麼樣？”

我說：“今年夏天來得早，武漢北京都一樣，溫度都很高。”

暗號對上了，我們走出大廳，沿著長安大街北側向東走，不

一會我們來到了中山公園，找到一個僻靜處坐下。我首先詢

問了仰嶠同志的身體情況，她說：“還好，只是血壓有點

高。”我接過話茌兒說：“聽說仰嶠同志遇到了點麻煩，武

大的幹部和教師很是關心，特派我來看望他，今天上午我已

了妳們家石板樓附近，我懷疑有人在你們家門口放哨，我未

敢進去。”她說：“那是造反派的人，是監視我們的，已經

一個多星期了，你千萬不能去。”我的懷疑被證實了，幸虧

多了一個心眼，我接著說：“為仰嶠同志的事，學校領導找

了任重同志，他也很關心，明切的表示‘ 仰嶠同志是久經

考驗的好同志，是堅持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無論是在武

大、湖北省委或河南省委，工作大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

要的，這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請告訴仰嶠同志，這次運

動來得猛，剛開始群眾可能有點過火，也可能有人渾水摸

魚，沒有甚麼可怕的，到時我會說話的’。“這一段話，我

是照著筆記本的記錄念給她聽的。”最後我說：“請轉告仰

嶠同志，武大革命派永遠相信他，永遠崇拜他，永遠支持他，

請務必保重！” 范兆常連聲說：“謝謝同志了，請轉達對

任重同志的謝意。”談話完了以後，我請她先走一步，我在

中山公園溜達了一會，然後才走出中山公園，漫步在西長安

大街上，我為第一次“地下活動”的成功而高興。

趁熱打鐵，我又回到郵電大樓，如法泡製與羅鴻孕同

志通了電話，我們約定次日上午九時見面，地點是位於天安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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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廣場東南角的北京市老郵電局。是日他託病到醫院看病出

來與我會面。我們沿著東交民巷邊走邊談，我向他轉達了學

校依些老朋友和化學系一些教師堆他的同情和關心，介紹了

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勢，重復地傳達任重同志對仰嶠同

志的談話內容，還講了見到范兆常同志的情況。聽後，他長

嘆了一口氣對我說：“你來得太及時了，文化大革命真把我

搞蒙了，我在北京沒有熟人談心，悶得發慌。聽了任重同志

對仰嶠的表態，我心裡踏實了，仰嶠同志最瞭解我，他沒有

事，我也就放心了。”最後我說：“老羅同志，你一定要有

信心，究竟自己是甚麼人自己最清楚，你性情急躁，千萬不

能與群眾‘頂牛’好漢不吃眼前虧呀。”他說：“是呀，是

呀，我一定要注意。”

第三天，我帶著張體學的親筆信，來到中宣不求見新

任命的部長張平化同志。接待我的是辦公室的一位姓何的女

同志，她是武漢人，所已對我格外熱情。沒多久她帶我到了

評化同志的辦公室。雖然是初次見面，由於體學同志的引薦

信，同時評化同志過去先後擔任過武漢市市長和湖北省委書

記，因此見到家鄉來的人顯得客氣。 當他看完體學童致的

信後頗為動情的對我說：“是呀，仰嶠同志，不，還包括我

們一大批老幹部在內，是老幹部遇到了新問題呀。過去搞運

動都是由上而下的，是有領導、有組織有步驟進行的，有甚

麼精神也是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進行傳達學習，而這次

‘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甚麼是都是一桿子到底，往往是

群眾知道了而領導還不知道，黨外知道了而黨員還不知道，

真是跟不上形勢哪！不過，實事求是黨的一貫原則，布裹怎

麼樣，最後做結論還必須依賴事實。因此請你轉告仰嶠同

志，要相信黨，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該說的堅持不說，也

不能違新的做檢討。我就不便去看他了，代我向他問好，請

他多多保重！”



145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我又分別與范兆常與羅鴻運秘密

見了幾次面，向他們傳達了平化同志的談話內容，介紹了學

校“文革”的進展。范兆常同志對我說：“聽了任重同志的

談話，仰嶠同志的心情好多了，請回去轉告武大的同志們，

感謝大家的關心，也請大家相信，仰嶠做為一個老同志，他

一定經受住這次運動的考驗。”

在與羅鴻運同志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心事重重，似有

難言之隱。於是我說：“老羅同志，你有甚麼為難的事請告

訴我，只要允許，我一定設法幫助你。”他說“我個人已無

所謂，只是放心不下小姚他們母子，我好久沒有回去了，也

沒有給她寫信，也不知她再天津的情況怎樣，真是令人不安

哪！”我說：“那就這樣吧！我就到天津一趟把有關精神和

你的情況當面告訴她，然後再把你家裏的情況反饋給你。”

他說：“那就太謝謝你了！” 我說：“老羅同志，你就別

客氣了，你是我的老領導，姚惠莉是我的學生，為你們傳遞

資訊也是應該的，相互報個平安嘛！”

我按著老羅給我的地址，乘車直達位於天津電源研究

所內姚惠莉的家：當她見到我時驚奇地問：“劉老師你怎麼

來了？”我說：“我是受老羅之託，專程來看你們他放心不

下呀！”她問：“他是不是出事了，難怪很久沒有收到他的

信了，真把人急死了！”“是呀！正是怕妳擔心我才來的。”

接著我向她介紹了老羅的近況，傳達了有關領導對他的關

心，概述了北京“文革”的簡況。小姚哭了，這是思念之淚，

是感激之淚。我臨走時又囑咐她說：“小姚，這次運動來得

非常兇猛，今後不管發生任何狀況，妳都要堅信老羅是好同

志，妳要堅強一些，堅持到最後就是勝利。

應該說，我這一次執行“神秘任務”順利完成任務，

而且遵守“地下工作”嚴格記律，除了單線聯繫我的頂頭上

司之外，甚至連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那次活動的內容。

但是 1967 年 8 月，出自我的一位要好同學妻子的一份

揭發我的大字報，差一點要了我的命，此是後話。

( 未完待續 )

一個大學教授的自白 ( 九 )


